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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ine “sexually enticing” of children, as an act of infringement carried out through network technology,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high concealment, strong sustained harm, and wide-ranging impact, making it a prominent issue in the violation of children’s rights. 
Although current regulations have explicitly criminalized remote molestation, relying solely on post-incident punishment through 
criminal prosecution is insufficient to effectively curb the growth of criminal numbers and the spread of secondary harms. In this 
contex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a paradigm shift in crime governance, focusing on building a systematic prevention mechanism 
for “sexually enticing” at the front end. This paper focuses on legal education during the pre-offense stage of “sexually enticing,” 
aiming to raise awareness among entities involved in child protection regarding online risk prevention, thus constructing a “firewall” 
for children’s online safety in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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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性引诱”儿童行为治理的法制教育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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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性引诱”儿童作为一种依托网络技术实施的侵害行为，其以隐蔽性高、危害持续性强、波及范围广等特点，成为侵
害儿童权益的突出问题。尽管现行规定已明确将隔空猥亵入罪处理，但单纯依赖刑事追责的事后惩治模式，难以有效遏制
犯罪黑数的增长与次生危害的扩散。在此背景下，犯罪治理范式亟需从前端构建“性引诱”系统性防控机制，本文聚焦犯
罪行为实施前的“性引诱”阶段的法制教育，试图唤醒涉未主体的网络风险防范意识，构建数字时代儿童网络保护的“防
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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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性引诱作为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而实施的损害他人性

自主权行为的预备行为，例如猥亵，其涵摄范围广且边界富

有弹性，往往随社会生活变化而发生变动。互联网短视频时

代，通过直播、性照片视频传输等方式实施的性引诱行为，

已扩张了其涵摄边界，规范层面已将网络隔空猥亵行为纳入

了猥亵犯罪的范畴。然而随着智能儿童手表、平板等适童化

电子设备和各式各样的未成年人专属学习、社群、游戏的推

广及社交功能强化，延长了未成年人触网时间，拓宽了未成

年人触网入口，增加了未成年人的接触对象，同样也使网络

虚拟世界存在更多藏匿危害信息的“灰色角落”，并极大的

提高了其触碰到未成年人之可能。事后的犯罪惩治模式已无

法满足儿童保护的现实需求，法制教育面向全体公民，其不

仅能够唤醒儿童的自我防范意识，更能够提高涉未人群的侵

害辨识的敏感度，激发其儿童保护主动性，真正构建儿童权

利保护全天候“防火墙”，从前端阻断网络性侵害儿童的

风险。

2 网络性引诱儿童行为特征

2.1 双重隐蔽性
双重隐蔽性表现为案发的隐蔽性和行为的隐蔽性。由

性引诱而引发的网络隔空猥亵案发的重要来源主要是被害

人及法定代理人的控告。但是实践中往往存在基于多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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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控告的情形，部分被害人及法定代理人性观念较保守认

为遭受性侵害应保持缄默，避免报案声张而损害“贞洁”或

造成其他不良影响。部分被害人因为法治意识淡薄，根本就

未意识到自己已遭受性侵害。部分被害人因威胁、胁迫、或

遭受心理上长期的折磨与阴影，基于羞耻或害怕情绪而隐瞒

受侵害情况。而网络因素的介入，犯罪分子可利用多种手段

隐藏真实身份和 IP 地址，犯罪成本低，产业链隐藏较深，

导致案件侦破障碍重重。前述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双重隐

蔽性，使隔空猥亵犯罪存在“黑数”，极大增加了发现该类

犯罪的难度。

2.2 长期反复性
性引诱儿童案件的长期反复性表现为侵害行为的长期

反复和危害结果的长期反复。该类犯罪的潜伏期往往很长，

许多儿童因为性知识的匮乏或羞于启齿会选择不报案。而犯

罪分子会利用被害人隐私继续作为性侵筹码，长期反复猥亵

性侵未成年人。传统性侵犯在性侵行为结束后停止，但是网

络环境下因为传播特性，性侵行为会“延长”甚至“扩张”。

只要该视频或照片依旧得以传播，就一直存在侵害行为，不

少案例可见被害人因恐慌网络二次传播而被迫遭受行为人

的长期支配与强迫，或遭受网络二次传播而难以彻底删除，

遭受持续性心理创伤。

2.3 危害广泛性
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的广泛性打破了犯罪的时间和空

间限制，而同时侵犯多人或发生群体性侵犯事件，并利用网

络的便捷，制作、传播淫秽色情制品至各类型网站，从而发

生网络二次传播而具备“滚雪球”式次生危害特点，且存在

不法分子获取隐私影像后形成黑色产业链之风险，如韩国“N

号房”事件。在这一情况下，潜在被害人的范围极速扩张，

且被害人遭受性侵害的潜在负面影响也更加广泛。

3 网络性引诱儿童法制教育必要性

隔空猥亵未成年人行为可以分为犯罪准备、性引诱、

初次猥亵、持续猥亵 4 个阶段。目前隔空猥亵行为已入罪处

理，同时《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相关

主体的保护责任和强制报告义务，网络平台还基于侵害证据

容易遭受删除毁灭的案件特征下，形成协助固定保存、配合

调取电子数据的“主动控制 + 被动配合”数据处理模式，

从而编织起事后的惩治与救济网络。

然而在寻找目标和建立联系的性引诱阶段，行为人在

引导未成年人走向实施满足自己性刺激的行为“引诱”过程

中，往往通过发送“擦边”具有性暗示的言语、图片或视频，

即使尚未构成猥亵，但对于阅历尚浅、身心发育尚不健全的

的未成年人而言，本身就具有不良的价值引导乃至身心伤

害，并且该阶段作为犯罪准备和最终犯罪实施的中间阶段，

其进展程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事后的侵害程度，然而法制意

识的淡薄和制度工具的匮乏使得侵害行为在实践中往往难

以得到有效预防而发生更为严重的侵害行为。

考虑到行为、危害特征和治理收益而言，相较于侵害

已发生的后端惩治，前端的预防可以起到阻断行为危害性蔓

延，发挥事前预防和制止间接影响的效用。网络犯罪的前端

预防传统手段主要依赖于国家主管机关的执法活动，然而监

管队伍专业化建设水平和资源有限，无法及时对网络环境下

侵害未成年人性权益的行为进行较为有效的前端网络监管。

因此，强化多元主体的参与是治理网络犯罪、提供特殊保护

的紧迫需要，从而形成国家—平台—个人的三位层级治理结

构和联动反应处理机制。

与当下较为充足的制度供给相比，制度的唤醒则陷入

困境之中，诸多被害人及报告义务主体法制意识淡薄，被

害人未意识到自己遭受侵害或能够通过法律途径实现保护，

报告义务人则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理念回避其报告责任

等等，足以反映出目前对于儿童乃至涉未主体的法制教育不

足，然而法制素质是每个公民都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法制

教育也是每个公民应当接受的基础教育，仍需加强教育供给

以唤醒其自我保护意识和对报告义务的认知。

4 网络性引诱儿童法制教育理念

4.1 可接触原则
法制教育理念应基于可接触原则，该原则所规制的数

字生态范畴，既包括应用游戏、流媒体等典型互联网软件业

态服务，也包括物联网赋能的智能硬件和各类嵌入式联网产

品，即超越未成年人专属设备、应用程序的适用范围。以设

备、程序可能覆盖的应用场景为标准，要求所有可能被未

成年人接触到的设备、程序均要遵守未成年人保护的规定。

符合当下未成年人触网途径激增和各式各样新型联网设备

推广的趋势，基于该原则指导下法制教育的理想图景为所有

的涉未主体，无论是网络平台、网络接入设备制造商、网络

服务提供者、家长、学校等均应接受有效的未成年人保护及

相应处置手段的法制教育。将实现覆盖范围的普遍适用和前

瞻性。

4.2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源自国际社会的儿童最大利益

原则，是英美法系家事法的重要理论基础，随着儿童保护环

境发展变化和保护理念的提升，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逐渐

成为多个国家和地区未成年人立法的基本指导原则和国际

公约的基本准则。《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二条明确规

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

则。法制教育应当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未核心，明确

法制教育的出发点在于呵护未成年人成长，维护未成年人权

益，涉未主体应当树立未成年人利益优先、最大化，各方利

益发生冲突时应当将未成年人权益放至衡量的核心位置的

理念，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既要看到网络给予未成年人学

习、娱乐资源，关注未成年人享受网络的权利，又要防止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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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在接触网络时遭受负面影响。

5 对策与建议

5.1 强化网络平台法制意识教育
在当下信息化时代，未成年人作为网络世界的原住民

其天然的享有使用数字信息技术学习、成长的权利，“保护

数字世界的儿童，而不是保护儿童远离数字世界”，如何保

护网络世界的未成年人便成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正如哈

佛大学劳伦斯·莱斯格教授将“技术”治理与其他三种传统

治理方式（即法律、社会规范、市场）相提并论，以此揭示

网络空间治理的特殊性。不同于对未成年人享有自然亲权在

未成年人保护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父母和享有国家亲权居于

补充干预地位的国家，网络平台作为犯罪发生地，行为人和

受害人的链接工具，行为信息和各方主体信息的存储机构，

其对数据掌控先天处于更为优越便捷的地位，能够充分发挥

在场优势。

因而激发网络平台的治理参与意识便成为关键应对之

策，在法制教育方面网络平台既是教育主体，也是受教育的

客体。主体表现在充分利用平台的流量优势作为法制教育

的主阵地让儿童及涉未主体寓教于乐，发挥桥头堡的先锋作

用。客体表现在强化网络平台管理主体的法制教育，使其认

识到自己所担负的儿童保护和强制报告义务，推动其以最有

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指导，积极运用技术手段推出儿童保护

专用程序和净网过滤平台，以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

5.2 完善家校合作教育机制
家庭作为儿童成长的核心空间，监护人履职是防止儿

童遭受性侵害的重中之重。就监护人法制教育而言，参考部

分地区实践经验，明确家校责任清单将网络性引诱识别纳入

学校法治课程，并通过《家长法治教育手册》细化监护人法

律义务，建立“法治副校长+班主任+家长”的联动监督网络，

开设相关课程培训识别子女异常行为，从根本解决监护人不

知、不愿、不敢报案的惯性思维。

就儿童本身而言，通过校园广播、宣传栏强化“隔空

猥亵必受严惩”的认知，针对不同年龄段采取个性化教育方

式如漫画、制作微电影、模拟法庭等，还原犯罪套路与维权

路径，消除“报案丢脸”等错误观念，从而激发儿童自我保

护的意识和方法。

6 结语

儿童健康成长离不开正确的引导和健全的保护，互联

网时代奔涌向前，任何一个儿童都无法做到永远与网络分

隔。性侵害儿童犯罪的负面影响在接入网络后如同感染般扩

散，对被害人本人乃至整个儿童群体都可能造成身心的持续

侵害。为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阻断性侵害危险生长

蔓延，仍需在多元主体参与共治的理念基础之上，不断完善

法制教育机制，真正实现网络性引诱儿童的前端预防，实现

儿童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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